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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经历了深刻的变化。由于非国有部门重要性的增加和国有部门的重组，一个更加具有市场化导向的劳动力市场开始形成。但同时，农村的就业增长速度开始减缓，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更具有活力的非农产业部门，特别是沿海地区的二、三产业部门寻求就业。国有部门重组和农村剩余劳动力造成的巨大压力，引起学术界的日益重视，也使得就业成为政府经济政策的优先目标。这里，笔者将根据自己最近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及其前景进行一个简单的总体回顾。并通过标准的劳动力就业弹性测算方法，估计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弹性。同时，我们将基于对2010年之前中国劳动力增加的估计，给出不同经济增长速度条件下的劳动力市场前景。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含义。
一  中国劳动力市场：过去20年的简要回顾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从1980年左右的20%增加到目前的33-34%，但中国的人口主要还是居住在农村地区。同时，由于劳动年龄人口由1980年的55%增加到1990年的67%， 并在此之后基本保持稳定，这种情况所导致的结果，是劳动力的增加速度要快于人口的增加速度。




就城市就业来看，1980年代城市就业大约增长60%，而到了1990年代，则仅增长了35%。这主要是因为90年代后半期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和同时期集体企业就业人口的下降。但是，由于私营部门（包括外资企业）就业的迅速增加（在2001年之前的6年中，统计数据显示增加了1750万），再加上同一时期有7500万统计上未归类的二、三产业劳动力就业增加，城市就业仍然有相当程度的增长。这些统计上未归类的劳动力主要是非正式部门的劳动力，比如由农村流入城市、但未纳入城市正式就业口径的流动人口就业，主要在城市服务业和建筑行业就业。




在过去7年中，大部分就业增长来自于服务业部门和沿海地区。比如，从1995年到2001年，第二产业就业从1.56亿增加到了1.63亿，而同时期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从1.69亿增加到2.02亿，而相当部分就业的增加来自于沿海地区，比如广东、福建、浙江等省份。 




就农村就业而言，1980年代和1990年代前半期，由于农业改革和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就业增长速度，特别是乡镇企业就业速度增长迅速，到1995年，乡镇企业就业人数达到1.29亿，但此后基本没有增加，甚至有所下降。但同时，由乡村向城市迁移的流动人口仍然不断增加。国家统计局人口估计，目前大约有8千万长期流动人口（居住在城市6个月以上者），但由于统计数据的缺乏，很难估计短期流动人口数目，其范围大约在3000-7000万之间。 




总体来看，过去二十年中，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劳动力市场发育所创造出的劳动力就业数量是惊人的，而且，私营部门，特别是非正式部门的发展已经成为就业增加的主要来源。即使从1995年以来，虽然国有和集体企业就业人数由于重组下降了大约5000万，但城市总就业仍然净增5000万。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就业的增加，可以毫不夸张说是一个“奇迹”。




虽然中国在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农村和国有部门仍然存在相当数量的冗余劳动力。根据OECD的研究，如果按照非农就业人口的人均GDP作基准指标来计算农业剩余人口，那么大约有2.75亿农业就业人口可以算为隐性失业，如果按照非农就业人口的人均GDP的1/3作基准指标来计算农业剩余人口，中国农村的隐性失业人口也高达1.5亿。如果我们采用后面一种标准，到2001年底，在农村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大约在1.5亿左右。我们也可以用相似的方法估计国有企业的劳动力冗余：即研究如果国有企业的劳动力生产力达到非国有企业的平均水平，那么国有企业还应该再释放出多少劳动力。其结果是，国有企业部门虽然自95年以来从7700万降低到目前的不足4000万，仍然存在大约1200万的冗余劳动力。

就城市的失业率来看，1990年代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登记失业率，大约保持在2.5-3%，到2001年达到3.6%。但是，登记失业率指标的缺陷是其并没有覆盖全部的城市劳动力，而且，如果再加上企业下岗工人的数目，则达到5.5%。但是，由于相当部分下岗职工在非正式部门找到了工作（根据赵耀辉的研究，在1999年调查的6，500下岗职工中，大约有60%左右的登记为下岗的职工在非正式部门找到了工作，不应该被算为失业）。所以上述指标也有问题。

另外一种度量城市失业率的方法，也是国际通行的城市劳动力抽样调查方法，但目前在我国的统计体系中还没有正式推行。但初步的研究和分析表明，根据这种方法，我国城市的失业率在1990年大约为3%，而目前则增加到5-6%。 

二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弹性




在进行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劳动力就业弹性”：即如果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劳动力就业将增长多少百分点。目前，已经有一些学者对中国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弹性进行了测算。但是，这些研究往往存在一些问题：首先，采用的数据或者是包括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总就业数量，或者是仅仅包括城市就业总量。采用包括城乡就业总量数据进行估计所存在的问题是，由于农村中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或就业不足的现象，统计部门关于农村就业数量的估计往往存在非常大的偏误，或者说基本不可用，而仅仅包括城市就业总量数据进行估计的问题在于城市就业的统计指标往往没有涵盖具有相当规模的流动人口和非正式部门的就业，这就使得对最近几年城市就业弹性的估计接近于零，并导致了一些学者对中国就业前景非常悲观的估计，而非正式部门的就业数目增加恰恰是近年来中国城市就业增加的主要来源；其次，已有的研究往往利用过去20年甚至是几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简单的弹性计算，样本点的数目非常小，很难保证统计上的可信度；第三，计算劳动力弹性的方法也不尽科学，如仅仅计算就业增长率，再除以经济增长率，就得到就业弹性的概念，没有控制工资增加的影响。 




基于上述问题，我们利用1978年-2001年省级面板数据的指标，重新计算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弹性。我们所采用的方法试图克服上述问题，其特点在于：




第一，我们估计的是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这样就能够在规避农业就业统计指标不可信问题的同时，而同时也可以包括绝大部分进入非正式部门（包括城市非正式部门和农村非正式部门）的就业人口。由于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就业结构由农业就业转向非农就业的转换过程，估计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就业弹性显然更有意义；第二，我们采用了全国所有省份1978-2000年（二、三产业）就业的数据和（二、三产业）增长率数据，并控制了省和年度的虚拟变量，这种方法不仅使得经济计量分析的样本观测值超过600，也使得分省和分年度的一些特殊影响得到剔除，从而增加了估计的可信度；第三，在计量分析中还纳入了二、三产业剔除了通货膨胀影响的工资水平数据，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劳动力就业弹性估计模型。当然，由于非正式部门工资数据的缺乏，我们采用了正式部门的工资水平数据，但可以预期，非正式部门工资增长大致与正式部门基本同步。

上述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1978年-2000年中国第二、三产业劳动力就业弹性为0.47，也就是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二、三产业就业增长0.47个百分点。就时段来看，1978-1993年间该数值达到0.52，而1993-2000年间下降到0.20（但该数值仍然远远高于其他简单地把就业增长率除以经济增长率而得到的相应劳动力弹性计算的数值）。其中，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就业弹性（0.60）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0.42）。

必须指出，上述估计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省级GDP统计加总后一般要高于全国的GDP，可能导致就业弹性估计的偏差。但是，对1978-2000年全国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估计的结果发现二、三产业的劳动力就业弹性为0.45，与我们上述分析的结果非常接近，而采用同样的方法分别估计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就业弹性，发现其分别为0.37和0.67，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就业弹性远远高于第二产业。
三 未来10年中国劳动力市场需求和供给预测

给定上述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对未来10年作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状况进行一个基线预测：
假设：

1． 据中国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的预测分析，到2010年之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增加1200-1600万；

2． 是劳动力的参与率保持在2001年86%的水平；

3． 所有的新增劳动力都在非农业部门寻找工作；

4． 非农业的GDP增长率保持在7.5%（意味着总GDP年增长率为7%）。一个更加乐观和更加悲观的估计为8.5%和6.5%;

5． 非农产业就业弹性为0.47%;
6． 工资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保持不变.
在上述情况下，2002年-2005年非农产业就业每年增加为1300-1400万，要高于1995-2001年每年800万的水平（主要是因为劳动力总量的增加）。假设所有新增劳动力都能够获得工作（大约为1100万），这就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每年还可以吸纳200-3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国有企业冗余劳动力，且不会增加城市失业率。但如果国有企业的大部分重组发生在2005年之前，城市失业率将会在2005年增加到10%左右，然后开始下降，且到2010年左右，由于劳动力自然增长速度的下降和国有企业的重组完成，将下降到7%。

如果我们采用更加乐观的经济增长假设，即非农产业的增长率为8.5%，就业弹性为0.6%，则非农产业在2002-2010年之间可以吸纳1亿1千万劳动力，大约占所有农村和国有企业剩余劳动力的三分之二。相反，在比较悲观的经济增长假设条件，即非农产业的增长率为6.5%，而劳动力就业弹性为0.35%时，则2002-2010年间累积劳动力增长将超过就业增长总数达到2200万，从而造成显著的失业压力。

当然，失业率大小的预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于人口流动的假设，一般而言，我们可以合理假设除非能够在城市找到就业机会，否则农村劳动力不会盲目流向城市，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农村劳动力仍然以不完全就业的形式保留在农村，城市的失业率就不会上升。

四  进一步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方向

 
上述研究的主要结论，是在过去20年中，尽管仍然存在如户籍制度之类的一系列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安排，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业绩仍然非常值得称道：城市人口的比例从1980年的五分之一上升到三分之一，同时，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农村创造了1亿以上的非农就业，而由农村到城市、但没有获得城市户籍的流动人口数目也以数千万计。非农产业就业，尤其是城市部门就业的增加，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过剩的压力，而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的迅速发展，这些非正式的劳动力市场具有非常高的灵活性，有效地规避了现有户籍制度对劳动力就业的约束和对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根据我们的分析，只要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能够保持在7%左右，而且劳动力市场能够保持一个合理的就业弹性，到2005年前每年中国的非农产业可以解决1300-1400万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市场的形势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实际上，未来8-1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要高于7%，只要进一步深化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完全有可能达到8%。 

当然，我们无法忽视的问题是，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弹性确实有下降的趋势，这一方面是由于城市国有和集体企业大规模重组导致的职工下岗，另一方面，也与乡镇企业发展速度下降有必然的联系。因此，这种下降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由于城市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大规模释放劳动力的过程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完成，我们没有特别强的理由去相信较低的就业弹性将会保持。

如何使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具有合理水平的就业弹性，确实是中国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所在，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保持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同时促进正式劳动力市场进一步的发展，而其关键就是要彻底打破城乡壁垒。

就我们看来，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基本走到尽头，但目前“半开放式”的户籍制度和城市管理体制仍然严重制约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人口的迁徙，使得人口在不同区域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再配置无法有效完成，不仅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弹性，也严重制约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村收入的提高。

具体而言，目前的户籍制度使得人口由乡村向城市的流动成为“不完全迁移”（单身迁移），一方面，它表现在流动人口进入大、中城市并享有基本的城市居民权利仍然受到限制；另一方面，跨省区的人口流动仍然受到户籍制度的制约，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内地有大量的农业、甚至是非农业人口涌向沿海地区（比如广东、福建、浙江等地）打工，这些人口有相当部分流向沿海省份的中小城镇，但却无法获得居住地的户口。但由于户口的限制使得他们很难在迁入地定居下来，不得不忍受家庭分居、子女教育无法保障、老人得不到照顾等痛苦。由于目前城市户口对于流动人口的主要限制在于子女入学方面，而儿童获得基础教育应该是政府承担的责任。所以，进行这方面的改革以建立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制度问题的难度并不大，但它却可以大大改变流动人口的预期，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弹性，并推动人口迁移和城市化。
